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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女性主义概莫能外，故两者能在“兴

女学”上形成某种或某些契合，构成互构关系；但由于存在假设主体、存在基础和政治

诉求诸多差异，贤妻良母主义成为两者发生碰撞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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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 ideas can exist without nationalism which is the basis of all 

kinds of ideas since the late Qin Dynasty,and feminism is no exception too. 

They agree on the idea of “opening women schools”and begin to influence 

each other.A good wife and mother,however, becomes the key collision of the 

two sides because of many differences, such as supposed subjects,existing 

basis and politics recounting. 

 

    民族主义作为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和主导力量，与晚清传入的在西方方兴未艾

但仍居边缘的女性主义不期而遇将呈现怎样的图景？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和民族主

义的并置似乎十分逻辑又不无荒诞”。之所以荒诞，在于两者在理论表述系统中形同水

火。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其典型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

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而从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女性主义或是一种

女人的无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种极端危险、极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

然而，在实践层面上两者却又彼此介入、相互渗透，“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一种策

略，在实际行动中提供介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妇女实际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

家的语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实践层面上的这

种奇特的勾连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纠缠在一起，形成既互构、又碰撞的关系。然

而，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两者的内在张力关注尤少，本

文选取女子教育作为切入点，以期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进一步的思

考，探究对本文主题展开新的更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互构 

    受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召唤，一切现代化运动都不能离开民族主义的

保驾护航，否则将难以长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亦不例外，它与百年现代化历史相始

终，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既互为前

提，又相互依赖。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互构的动因 

    其一，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需要。自晚清戊戌维新运动以来，民族危亡如影随形，

无时不压迫着时人特别是男性知识精英的神经，引发其对民族未来的犹虑和思索。虽然

女性是民族国家的“她者”，但民族国家在建构“自我”的时候，却需要倚仗这个“她

者”。男性知识精英由对民族国家的关注而把焦点集中到女性身上，女性被认为是富国

强兵的负担，属于被“唤醒”的普通民众之一部分，由此她们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

一个“隐喻”和前瞻性设想的一部分。“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

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3]亚特进一步论

证：“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

始”[4]。这里的“国民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母亲，而是一个“隐喻”，女性在此成

为民族国家建构自身的能动机制。 



   为了论证女性与国家的关系，先进知识男性一方面将中国的软弱归结于中国的“种

气”不强，进而归因于女性身体的软弱（“小脚”），不缠足运动由此发端。另一方

面，把中国经济实力弱归结为“二万万女子为食利者”， “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

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现实却是“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

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5]在这里，梁启超不

惜通过全盘否定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事实上妇女一直参与生产）来强调女学的重要

性。无独有偶，马君武翻译的弥勒·泰勒《女权说》中竟出现“家庭者，国之脊骨也，

在家庭间如是，在一国中亦何独不是”、“女人遂能与国相直接而有国民之责任

焉”等“符合国情”的语句。显然，马君武是出于民族国家的诉求而把个人观点渗透其

中。正如王政所言：“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

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妇女

是“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的途径，妇女是载体/手段，强国是目标。”[6] 

    其二，精英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20世纪初，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倾轧，中国

人的“被殖民”心理开始泛滥，使得精英男性对自身身份和国族认同产生焦虑，由此把

女权表现为现代男性和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康有为在“妇女之苦总论”中列举了

女子遭遇的八种“不得”权利（即八种性别压迫），正是它们造成女子低下的社会地

位，因此主张“天赋人权”，“女子亦人也”，侵犯女子的权利即是侵犯“天权”，甚

至提出废除家庭的激烈主张[7]，但是他“解放”妇女的思想是要成就世界大同的目

的，所以并未意识到唤醒女子的自觉，可见其妇女观是以男人为本体，出自男性主体身

份建构的需要。金一毫不掩饰对西方平等自由的向往：“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

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

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吾惟以间接法知之。”[8] “肩随细君”流露出他渴

望找到一个红颜知己享受真正的爱情，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通过标榜男女平

等，向欧洲白人看齐，以示自己的现代男性身份。 

    难怪何震尖锐地质问：“何近岁以来，为男子者，转提倡女子解放之说，主张男女

平等之制？”她总结出三大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于一己之妻女，禁

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因此男子是“因求

名而解女子者也”；二是通过解放女子减轻自身养家的压力，“生值此时，悟室家之累

己”，“乃提倡女子独立，以女子依赖于男为大戒”；三是为了女子能胜任治家教子之

职，“中国男子以家自私，以后嗣为重，而治家教子之劳，又非一己所能堪，乃欲以治

家教子之事，责之女子。”[9]简言之，解放女子就是为男系家族培养优秀的后代。对

这个年代的精英男性来说，推崇女权既表达了处于种族等级结构劣势的汉族男性对平权

理念的追求，也是处于动员女子加盟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还是建构现代男性主体的一

个要素，把自己和以往的男性区分的标志，并为自己作为一个解放者的身份做铺垫。 

     其三，知识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需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对女性的定位一直处于

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求妇女成为“新女性”，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于“新女性”之不纯

净的焦虑：“她”既要与西方女性不同，又要与传统女性不同。这显示了妇女与国家之

间存在难以调和的深层矛盾。面对这一困境，当时的知识女性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

是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女性主义一旦被抽去了民族主义的内核，它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

合法性便受到威胁，女子解放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她们在思想上达成一种共识：只

能通过对民族国家尽责任来实现男女平权，通过建构责任话语来建构女性的主体身

份。“从前女界虽权利失尽，然义务亦失尽”，“吾辈欲与之争，须先争尽我辈之义

务，则权利自平矣。”[10]她们自觉地把尽义务、参与社会，作为争女权的条件之一。 

    20世纪初成长起的一批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知识女性群体就是例证。陈撷芬创办

《女报》；吕碧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并创办女子教育会；何震在东京成立女子复

权会并创办《天义》杂志；张竹君在广州创办多所医院和女校，被誉为“女界梁启

超”；更有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开办医院救死扶伤的康爱德、石美兰……据张玉法在

《清季的革命团体》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涌现的女子团体达40多个；有

些团体直接以“争取女权，振兴女学”为宗旨，如1903年薛锦勤创立的中国女维新会，

1904年胡彬夏创建于东京的共爱会，1905年秋瑾创立于东京的雄辩学会，1906年炼石

（燕斌）等创立于东京的中国留日女学会等。此外，她们还对“如何尽义务”进行理性

思考。燕斌主张通过增进学问来尽义务和提倡女权，“你如在社会上尽一分义务，自然

就有一分权利，尽十分义务，就有十分权利。这是丝毫也侥幸不得，所有本提倡女权，

是要指望大家先从真实学问下手。”[11]木兰同乡在演讲中主张以女子教育为切入点来

建设国家：“专靠男子总是做不出什么事业的，还得要我们姐妹们把国家支持起来……



政治问题，真是千条万绪，总得寻个头脑。第一以女子教育下手”。[12]忏碧阐述了自

由与学问、权利的关系，“自由的资格只有求学问了……有了自由的资格，就可以享得

自由的权利，就可称谓自尊自贵。我们女界中既然能够自尊自贵，他们男界要想侵犯我

们的自由，也无从侵犯了。”[13] 

 （二）互构的标识：“兴女学”成为国家话语 

    上文已论及，精英男性在设计现代化蓝图时已将女性纳入其中，然而“废缠足”仅

仅解放了女性的肢体，要解放女子的精神，使其成为相夫教子的“国民母”还有赖教

育。最早提出女子教育的是早期维新派陈虬、宋恕、郑观应等。陈虬提出，中国应“设

女学以拔其材，分等录用”，他认为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读书、不参加劳动，这无

异于“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14] 1891年宋恕对中外

女子教育状况做比较后，指出：“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九十之

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印度识字者今亦得百分之四”，而中国“计今识字

者，男约百分之一，女约四万得一，去印度尚远，况日本与白种乎？”明确主张效仿日

本，分设学校，对6－13岁儿童不论男女实行学校教育；女生学有所成者给予“博士

号”；女教师难求时可“暂许延男师”[15]。1892年郑观应在宋恕设想基础上提出实施

方案:“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

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16]，他的女学观体现了一

种新旧兼容、中西并包的原则。 

    “兴女学”虽被作为强国之策而提出，但此时大多限于坐而论道。甲午战败使朝野

震动，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在救亡呐喊中，女学不兴被认为是国家积弱的根源。梁

启超的言论把这种观点体现得最为充分：“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

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本原也”，因此指出天下

急务甚多，“然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其理由有三：一是只有将

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才能“富国富民”；二是让妇女接受教育既有利于家庭和睦也有

利于社会进步；三是把西方“男子之半，其导源亦出于妇人”作为女学重要的佐证。在

此，他把学习西方女学与批判现实、改革政治融为一体，将倡兴女学与叙述国事、描绘

危局融为一炉，得出 “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17]的结

论。金一提出的“女子教育之八种方法”无一例外服务于民族国家，“教成体质强壮，

诞育健儿之人”、“教成德行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两方法将妇女稳置于家国机制当

中，“教成坚贞节烈，提倡革命之人”[18]进一步把妇女解放的诉求归于革命旗帜下，

以将女国民奉献革命为最高鹄的。柳亚子亦认为“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

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19]，也把女权与

女学相提并论，但落脚点仍在女学。总之，这些精英男性通过撰写檄文，抨击传统，倡

言女学，使“兴女学”作为一个符号深入人心，并逐渐被建构成国家话语。 

    与此同时，先进知识女性借助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权”等理念，纷纷在自

办的报刊上撰文，为“兴女学”思潮推波助澜。康同薇指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

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礼……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省城），务平其权”，且认为这

符合“孔子之道”[20]；薛绍徽的见解更引人注目，她以孔子“其教人也，兼男女而言

之”为依据，指出女教“几几乎微”的可悲局面是封建礼教造成的，推说周官旧政被封

建统治者所篡改[21]。康、薛两人一方面借用“天赋人权”观为兴女学张本，另方面又

非要使之符合孔子之道和古代礼仪，反映了维新派妇女女学思想的矛盾和不成熟。林宗

素把女学作为倡导民权与女权的先决条件，在《女界钟》序言中说：“处二十世纪权利

竞争之世界，苟不先归重于学问，而徒倡言民权，女权无当也”,“使之由学问竞争进

而为权利竞争。先具其资格而后奋起夺得之，乃能保护享受于永久。”[22]燕斌在日本

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因经费不足只办了5期，但涉及女学的文章就有10余篇。

比如佛群从历朝历代的女学与国家的盛衰关系来说明兴女学的重要性[23]；燕斌提

出“斯教育一女子，即国家真得一女国民、由此类推，教育之范围日以广，社会之魔害

日以消，国民之精神即日以发达”[24]；清如反面论证女子不受教育的不良后果，“今

夫一女不学则一家之母无教，一家之母无教则一家之学失教，积人成家，积家成

国……”[25]。她们从不同角度上阐述女学的重要性，并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来为女学和

女权鸣锣开道，某种程度可以说，她们参与精英男性的共谋来使“兴女学”成为国家话

语。 

二、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碰撞 

    在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关于女性问题的言论，都围绕女性“天赋人权”与奉“民族

国家建设为第一要务”之间的矛盾而展开，换言之，呈现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



碰撞。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碰撞的根源 

    其一，假设的主体与看待历史的方式不同。民族主义假设的是一个忠诚团结合一的

以男性为中心的主体，以及连续性的线性历史，而女权主义假设的主体要从历史生存的

父权制挣脱的女性群体，多少具有不忠性，且肯定历史断裂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

在着内在的张力，预示着仅仅以民族主义来解决女性主义必将失败，但女权主义一旦从

民族主义话语中剥离，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能否找到中间道路成为女性

主义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女性自觉地把女权运动

与民族主义靠拢，反复强调伸张女权即强国，而不是性的战争，如向警予所言：“女权

运动是妇女的人权运动，也是妇女的民权运动。不独妇女应起来运动，即不是妇女而是

一个酷爱民权的男子也应起来帮着运动。故女权运动的真意义，绝不是性的战争。”为

动员女权组织加入国民革命，向警予甚至将民族主义从女权主义中分离出来，并告诫女

权主义者：“若妇女心营目注的只一个‘女权’，而于‘国权’漠不关心，任洋人共管

也好，军阀专横也好，是先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腆颜以求女

权，岂非天下大愚，可耻之尤！”[26 ]因此，她主张妇女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

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运动的口号除“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男女教育平

等”、“结婚离婚自由”外，还应加入“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体现民

族主义色彩的口号。 

    其二，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民族主义建立在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种族群体基础

上，对民族国家的“天然”合法性笃信无疑，它把自身置于霸权统识的地位，“民族主

义一般被看做一个社会中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诸如宗教的、种族的、语言的、阶级的、

性别的、甚至历史之类的认同，并把这些差异融会到一个更大的认同之中”[27]。这种

霸权统识难以避免地会侵犯个人自治乃至剥夺个人权利，“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

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造成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

对专制的政治主权。”[28]。因此，民族主义极注意到其他群体包括妇女是否会拒绝这

些表述。比如萧红在《生死场》中从女性身体出发，通过建立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

度，窥见了女性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叉和冲突[29]。 

    由于女性主义是建立在个体基础上，以天赋人权为依托，因而倡导妇女人权，批判

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和不利于女性的性别秩序，以及维护、建构和强化这些关系和秩

序的意识形态与践行，如父权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因为如英德帕尔·格鲁沃所

言：“父权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统治模式都存在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提倡限制女

性的空间；民族主义一方面需要妇女的参与，尤其是以她们的母亲和民族生产者的角色

来参与；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不希望妇女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忽视给予她们平等的公

民地位。”[30]辛亥革命中，众多妇女投身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连

孙中山都发出由衷的赞叹，但民国成立后的以唐群英为首的妇女参政运动却惨遭失败，

这是明显的例证。 

    其三，政治诉求不同。民族主义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强调国家权力的构

建，对主权的追求是其政治诉求的首要特征，“尽管采纳民族国家的观念意味着全

体‘人民’的象征性提升，但对民族主权的解释仍然会发生显著的分化，理论上的人民

主权被代表着一个独特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国家意志所取代。”[31]换言之，赋予民族国

家高度的自主与优先地位，藉以集中意志与力量，达成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的生

存、稳定、自保、与发展是其首要目标，对性别抱持中立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金天翮

等主张以“国民之母”为目的的“女权”，就是因为以民族国家为理想的国家体制，而

没有意识到民族国家是在性别分工的社会制度上建立的。 

    女性主义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必然会质询以国家主权为统驭性前

提的国家建制中的“妇女”所面临的新的压抑。在历史上，妇女一直在做磋商较量

（negotiation），用各种运作方式，争取自己的空间和利益，但始终是在男权框架之

内。直到女性主义诞生，才开始挑战、质疑男权大框架。20世纪前后的中国女权，尤其

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质疑和反对儒家大框架中的男尊女卑，要求改表社会性别等级关

系，但是这类议题很快在民族主义话语、党派政治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笼罩下被

边缘化了。在此，民族主义实际上充当了覆盖女性主义政治诉求的一把“大伞”，两者

冲突在所难免。 

（二）碰撞的关节点：贤妻良母主义之争 

    由于精英男性兴女学的初衷并非出于妇女解放的需要，而是服从于强国保种和救亡

图存的强烈渴望，“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则今日之兴女学，所以救国



也。”[32]无形中就与女性主义对妇女权利的追求发生冲突，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

碰撞在所难免。在“兴女学”成为两者的共识之时，究竟把女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即

女子教育宗旨）成为碰撞的关节点。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创办女子教育的热潮中，盛

行于日本的贤妻良母主义作为一种话语传入。所谓“贤妻良母主义”，就是基于西方一

夫一妻制近代家庭的基础上，以国家观念为基调，分别要求互相遵守各自的本分，女性

通过尽贤母、良妻天职间接地贡献于国家。[33]它重视的是女性对国家应尽的义务，而

忽视女性的权利，并以为女子只能助男子成事业，难以自成事业。 

   《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一文（1907）呈现了贤母良妻与非贤母良妻两派的争

论]。持贤母良妻主义者，认为一切教科目的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为妇为母之道）

[34]，把教育子女、管理家务作为妇女的天职，反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其核心在服务

于民族国家。正如梁启超所言：“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

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因此，“考其华文功课，如《女孝经》、《女四书》、

《幼学须知句解》……皆有用之书也” [35]就不足为怪了。而持非贤母良妻者，认为

一切教科目的在与男子服同等之义务，目的在于养成“社会的人”，她有和男子同样

的“做人”目标和担负社会改革的责任。难怪时任《女子世界》编辑的陈以益撰文对贤

妻良母主义提出质疑：“今之女校，一以造成贤妻良母为事……彼男子之教育，授种种

之专门学问，今于女子则仅授以普通之学识而止，非重男轻女耶，非与男尊女卑之谬说

相等耶”，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贤妻良母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

学问，尽为男子所用” [36]但争论的最终结果仍旧认为我国女子教育应从贤母良妻入

手。事实上，其时热衷于女学事业者办学宗旨亦为贤妻良母主义。 

    在贤妻良母主义获得诸多精英男性青睐的同时，早期知识女性反对的声音尽管微弱

但能清晰可辨。燕斌针对女子地位几无改变的现状，敏锐地揭示出背后的原因：一

是“维新之功全出于男界，女界无与也，故对于社会上不能占据势力，男界因得以限制

之”，二是“其精神教育到非女子所得知，故所造就者，良妻淑女其上选也。”[37]

《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致女界全体书》也对贤妻良母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女子

秉历史的贤妻良母之沿革……其周围环境，无一非纳女子于贤妻良母之域者”，“故教

科可以苟简，教师可以陋劣，高等大学可以不入”，进而把矛头直指社会制度，“女子

今日实力之不足，实社会之制度与教育有以致之，而非女子本身之过”，最后提出“应

力辟贤母良妻之谬妄教育，否认苟简的女校教课，女子教科，与女校的陋劣教

员。”[38]这只是知识女性与精英男性在女子教育宗旨上的短兵相接，事实上，贤妻良

母论与反贤妻良母论贯穿于近代女子教育的始终，折射出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磋商和

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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